环境规制何以影响海洋产业效率？
——基于科技创新与FDI的联合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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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规制增加了环保成本投入，改变了生产要素结构，势必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利用DEA-BCC模型对2001—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海洋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构建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与FDI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科技创新和FDI联合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降低海洋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和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产生影响，且二者的调节作用可以互相补充。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FDI仍可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各沿海省市应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并不断吸引优质FDI，缓解环境规制的约束，以达到环境保护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双赢，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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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marine industry?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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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crease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hanges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factors, which is bound to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marine industry. Based on measuring efficiency of the marine industry using DEA-BCC model and the panel data of 11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6,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ine industry. It also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DI, as well as their joint eff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ine industry. Besides, bo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DI ha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ine industry. Furtherm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DI have a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that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lthough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not high, FDI can still play a role in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efficiency of marine industry, which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ly attract high-quality FDI, which may ease the constrain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ine industry 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iciency of the marin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DI
                                
收稿日期：2021-09-16，修回日期：2021-10-21
基金项目：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对策研究”（QDSKL1901010）；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时代山东省风险应对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21CZZJ02）；2019年度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渤黄海三维联动的海洋生态灾害承灾因子及其评价体系研究”（201902）。
项目来源：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岛市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对策研究”（QDSKL1901010）。

海洋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坚持海陆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下，已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助力器。然而，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环境污染与治理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海洋环境污染不仅诱发各类海洋生态灾害，而且可能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例如，2018年发生于福建连江和石狮海域的有毒赤潮、2008年以来持续侵袭山东沿海的浒苔绿潮等生态灾害，均对区域经济，尤其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随着“十三五”规划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部门出台诸多法律法规强化海洋环境治理。历经四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在重点海洋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海域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排污企业需向社会公布排污信息；各沿海省市也制定了含有更加严格处罚裁量基准的《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加大海洋环境污染的处罚和生态损害赔偿力度。然而，环境规制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严格的环境规制虽有控制环境污染的作用，但也导致涉海企业环境成本激增，最终消极影响海洋产业整体绩效。而Porter和Linde [1]提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生产力，补偿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并且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即“波特假说”。这一主张为探究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的“双赢”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不同于其他产业，海洋产业对海洋资源具有直接和高度依赖性，一定的海洋资源是海洋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然而，海洋属于特殊资源载体，其环境系统一旦被污染将很难恢复或治理，这也意味着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息息相关。面对我国环境规制带来的变化，“波特假说”理论是否依然成立、科技创新能否成为促进生态绩效与海洋产业经济发展双赢的重要手段，仍需通过实证分析来进行解答和验证。同时，在我国坚持国内国际互相促进的 “双循环”，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中国获得新兴技术与外部资金来源的重要手段。相应地，处于沿海地区的各省市凭借其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带动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然而，FDI的流入，一方面可能带来高污染行业的转移，导致伴随着东道国环境污染的愈加严重和生态资源的加速消耗。长期以往，将迫使当地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环境规制措施；另一方面，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及其环保驱动效应，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损耗，而且有利于提高环保意识，对东道国改善环境质量产生积极作用[2]。可见，FDI的存在也成为影响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创新驱动的战略背景下，科技创新作为优化资源利用效率与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政府污染防治力度，而且可能影响着FDI在特定技术环境下环保驱动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但东道国科技创新水平与FDI间的共同作用如何影响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仍然存在疑问，需要进一步厘清科技创新、FDI及二者相互作用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关系的影响，更好助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文献回顾
海洋产业效率是衡量海洋资源合理利用程度、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盖美等[3]的研究认为，中国各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Rayner等[4]对美国涉海企业的规模、范围及其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系统评估，发现美国的海洋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样化产业集群，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就业收益，并且指出，全球海洋产业从增加值及就业人数两方面有潜力跑赢全球整体经济增长水平[5]。另外，部分学者对海洋产业效率影响因素所开展的研究发现，海洋环保技术水平、海洋科研人力资本、政府对海洋科技的支持、海洋经济政策力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海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等均是影响海洋产业效率的重要因素[3][6]。
随着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恶化以及世界各国生态建设目标的确立，环境规制成为一个影响海洋产业效率的重要因素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其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达到平衡具有重要意义[7]。环境规制是指通过颁布法律、政策等方式对以企业为主的经济主体活动进行持续且集中的调控，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8]。环境规制与产业效率关系的早期研究通常立足于古典理论，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影响产业效率，且环境规制政策宽松程度将拉大不同国家间生产效率的差距[9]。Lee和Myunghun[10]评估了环境规制对韩国制造业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但是Porter和Linde[1]基于动态视角对上述观点提出挑战，认为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此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称强“波特假说”。 Albrizio等[11]发现严格环境政策与短期内工业水平生产率增长有关，也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又有部分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产生间接影响或不产生任何影响[12][13]。
随着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其在对于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实现生态改善[14]，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日益重要[15]。Hille等 [16]提出，环境规制政策能够诱导研发活动的增加，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科技创新，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Raza [17]的研究认为，来自环境规制的监管压力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带来环境与经济双重效益，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作为重要的外部资本供给来源，FDI带来了产业结构变革和直接的技术转移，也是影响东道国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文献Du等[18]指出，FDI对新兴市场的科技创新具有强烈的正向溢出效应[18]。不仅如此，FDI能够通过前向与后向联系提高中国产业效率，对国内投资与国内生产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19]。关于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分别从“污染天堂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进行分析。Walter和Ugelow[20]首次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即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流入，可能放松或降低环境管制，成为发达国家转移高污染企业的目的地，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刘玉凤和高良谋[21]指出，由于FDI主要流入污染较高的制造业，因此FDI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污染光环假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传播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环保技术，从而减少了污染排放[22]。杨仁发[23]的研究发现，FDI与中国环境污染呈负向关关系，甚至缓解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郑强等[24]则进一步表明，FDI的流入对沿海地区的“污染光环”效应更加显著。
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及FDI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从研究内容看，虽然大部分研究尝试验证环境规制是否对产业效率存在消极影响，但较少探讨如何降低这一影响；关于科技创新的作用，已有研究集中于将其作为中介变量，讨论环境规制是否能够倒逼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忽视了科技创新自身可能对环境规制与产业效率的影响；而FDI的研究仅停留于其对东道国环境或技术水平的单向作用，很少研究科技创新与FDI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影响。另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目前多以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为样本，以海洋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较少。随着在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助推器与海洋环境污染亟待改善的背景下，环境规制作为一项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制度，如何影响海洋产业效率，现有研究尚有待深化。有鉴于此，本文以2001—2016年间中国11个沿海省市为研究样本，将环境规制、海洋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和FDI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探讨以下问题：（1）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了海洋产业效率？（2）科技创新水平与FDI会对二者关系产生何种影响？（3）科技创新与FDI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联合效应？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跳出以往文献基于产业同质性假定从整体层面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效率的研究思路，以海洋产业为对象进行分析，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其次，基于中国创新驱动与扩大开放的发展战略，考察科技创新与FDI的作用及其联合效应，既为中国的自主创新与外资引进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海洋产业效率提升提供了现实参考。
2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2.1  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	
环境规制作为制度环境的一种，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整个产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环境保护战略的深化，各类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对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主体、污染评价和追责范围等进行了严格且明确的规定[endnoteRef:1]1)，为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提供了基础。然而，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对部分经济主体的产能发挥造成影响，影响其产业效率。尤其是对环境依赖程度较高和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新兴产业而言，环境规制很容易造成其效率损失。就海洋产业而言，其发展面临的悖论在于：一方面，考虑到海洋环境的特殊性，一旦形成污染其流动性和扩散性将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需要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加以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导致其对海洋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很强。这意味着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更多地对海洋产业发展产生约束。首先，为了达到环保法规的要求，涉海企业不得不将要素资源用于环境治理，挤占了生产性资金，增加了成本费用，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产业效率；其次，在遵循环境规制的过程中，涉海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通常而言，当环境规制加强时，利益相关者会特别关注企业的环保行为，企业为提升其形象，会增加海洋环保支出、降低污染物排放；最后，尽管“波特假说”提出了创新补偿效应，但只有当科技创新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时，环境规制才能通过科技创新来促进产业效率提高[1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 
]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越强，海洋产业效率越低下。
2.2  科技创新的影响
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科技创新在实现二者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双赢”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5]。一方面，科技创新被认为是提高产业效率的主要推动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并提升产出率，促进生产流程优化和工序合理性，从而减少生产浪费；而且能够直接用于生产过程，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转变，优化企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环境友好型资源替代传统高污染资源的能力[26]，对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海洋产业而言，由于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海洋资源的科学利用也处于探索期，更加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在减少污染性非期望产出提高海洋产业效率的同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会缓解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
2.3  FDI的影响
“污染天堂假说”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内，认为投资者出于降低减排成本的考虑，会将高污染行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但由于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不再只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作用，技术创新、市场准入等动态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增大，FDI进入东道国不再仅仅以降低环保成本为目的，东道国不再只是“污染天堂”[22][27]。近年来，中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更加注重吸引高质量外资来实现绿色发展，明确鼓励外资流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期降低“污染天堂假说”效应[28]。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于2017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鼓励外资流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而且，正如“污染光环假说”指出的那样，FDI带来的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生产技术，可以促进东道国先进清洁技术的获得与普及，改善环境质量[29]；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加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企业节能环保意识与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对东道国企业而言具有示范效应。这意味着FDI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就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而言，具有海洋资源禀赋优势的中国各沿海省市，一直将海洋产业作为其拉动其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并且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吸引了大量FDI流入，这些地区的环境政策和海洋产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FDI“污染光环”效应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DI会缓解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
2.4  科技创新与FDI的联合调节效应
如前文所述，在不考虑其他条件变化的情况下，FDI会对环境规制强度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产生约束作用。然而，海洋产业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家创新战略的驱动下，中国技术进步的方式迅速由过去的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变为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这将不仅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强度，而且会影响FDI引入的动机和导向。
那么，科技创新水平会对FDI的作用产生何种影响？依据后发优势理论，后起国家或地区具有基于落后地位的特殊优势，通过借鉴先发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经验可以降低创新风险、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与较高的科技创新水平相比，东道国在较低科技创新水平下，与外资的差距更大，具有的后发优势更大。首先，与科技创新高水平相比，为提升海洋产业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需投入大量研发资金，FDI通过与国内企业合资、合营，解决该领域研发资金短缺的问题；其次，由于低科技创新水平会诱发企业的模仿创新与学习动机，因此FDI的知识溢出、示范和竞争效应等技术溢出效应更强；最后，相较于高科技创新水平，低科技创新水平下可能进一步放大FDI对整个产业的影响。FDI在通过产业链的运作，直接和间接带动海洋产业的资源集聚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形成规模优势，提高海洋产业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在低科技创新水平下，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负向关系的缓解作用较为显著；
H4b:在高科技创新水平下，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负向关系的缓解作用不显著。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相关研究问题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制图（见图 1）。


图1  研究假设逻辑图

3  研究设计
3.1  相关变量的定义
（1）海洋产业效率。鉴于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6年度，考虑到模型的适应性，本文选择规模报酬可变的DEA-BCC模型，以沿海各省及直辖市为决策单元来测算其海洋产业效率。所选择的投入产出变量定义如下：①投入变量。主要选取了两个投入要素，分别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资本存量M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以沿海省市涉海就业人员数量L作为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借鉴何广顺等[30]的计算方法：海洋经济资本存量M=沿海省市资本存量K×（沿海省市GOP/沿海省市GDP）。对于各沿海省市资本存量K，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基本公式为：Ki,t+1=Ki,t×(1－δt+1)+Ii,t+1。其中，t为年份，Kt为资本存量，I为按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的固定资产形成额，δ为折旧率，本文统一选取为δ为9.6%，以2001年为基年，初始资本存量借鉴张军[31]的研究计算得到2000年的资本存量。②产出变量。产生的期望产出（EO）为海洋生产总值GOP，将各沿海省市海洋生产总值以2001年为基年进行价格平减得到。公式如下：


其中，X为投入变量，Y为产出变量。
（2）环境规制强度。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强度（ER），如何较为准确地测定这一变量也是本研究的关键。相关学者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量测度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一是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控制支出，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32]。二是污染物排放量，基于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构建指数来衡量[33]。本文借鉴赵丽娟等[32]的做法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乘以100来衡量环境规制。
（3）调节变量。专利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典型代表，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创新的产出水平 ，已有文献关于科技创新的衡量也基本都采用专利数的方式[11]。同时，考虑到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存在一定滞后时间，专利申请量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当期科技创新水平，借鉴Hille等[16]的研究方法，采取各沿海省市专利申请受理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科技创新水平。关于FDI，现有研究主要采用FDI存量和FDI流量两类来衡量[24][28]。考虑到流量指标能很好地反映FDI动态变化的影响，本文借鉴霍伟东等[28]的研究方法，选用FDI流量指标（Fdi）来衡量直接利用外资的水平，具体计算方法为（各沿海省市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生产总值GDP）。
（4）控制变量。已有研究发现海洋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均会对海洋产业效率产生影响[3][6]。因此，本文分别选取海洋产业结构（OT），海洋经济发展水平（MGOP），海洋资源禀赋（OR），金融发展水平（FD），工业化水平（NI）这五个控制变量。此外，考虑到不同年度经济政策影响，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考虑到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设置了区域虚拟变量。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海洋产业效率
	OIE
	根据DEA-BCC模型计算得出

	环境规制强度
	ER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地区生产总值GDP×100

	科技创新水平
	TI
	ln（各沿海省市专利申请受理数+1）

	FDI
	Fdi
	各沿海省市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生产总值GDP

	海洋产业结构
	OT
	(海洋第三产业产值/海洋第二产业产值)/100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MGOP
	沿海省市海洋生产总值GOP/各地区年末总人口数

	海洋资源禀赋
	OR
	ln（各沿海省市海洋捕捞产量）

	金融发展水平
	FD
	各沿海省市年末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GDP

	工业化水平
	NI
	ln（各沿海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目）

	年度
	Year
	虚拟变量，以2001年度为基准，当年度取1，反之取0

	地区
	Area
	虚拟变量，南方地区取1，北方地区取0


3.2  数据来源说明
鉴于目前《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尚未公布2017年的数据，而且2001年涉海就业人数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因此，考虑研究数据的完备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1—2016年度中国11个沿海省市作为研究样本，最终得到176个样本观察值。其中，涉海就业人员数、海洋生产总值、海洋第二产业产值、海洋捕捞产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专利申请受理量、年末总人口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天津、河北等各地方样本省市的统计年鉴。此外，由于2002—2004年度的涉海就业人数未在《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中公布，本文采用指数平滑的方法对这三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
3.3  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验证研究假设：

                                    （1）

               （2）
模型（1）用于考察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的差异，模型（2）用于考察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在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的差异。在模型中，OIE代表海洋产业效率，ER代表环境规制强度，Fdi代表FDI，ER×Fdi代表环境规制强度与FDI的交乘项，Control代表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ε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IE
	176
	0. 577
	0. 523
	0. 167
	0. 349
	1

	ER
	176
	0. 143
	0. 124
	0. 099
	0. 019
	0. 525

	TI
	176
	10. 122
	10. 248
	1. 654
	5. 966
	13. 134

	Fdi
	176
	0. 042
	0. 038
	0. 027
	0. 003
	0. 145

	OT
	176
	0. 013
	0. 011
	0. 011
	0. 000
	0. 084

	MGOP
	176
	0. 968
	0. 601
	0. 986
	0. 017
	4. 209

	OR
	176
	13. 380
	13. 865
	1. 477
	9. 709
	15. 030

	FD
	176
	1. 166
	1. 094
	0. 358
	0. 619
	2. 125

	NI
	176
	9. 371
	9. 600
	1. 279
	5.880
	11. 072


表2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海洋产业效率（OIE）均值为0. 577，中位数为0. 523，标准差为0. 167，意味着约有50%的样本地区海洋产业效率低于60%，说明中国各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效率有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ER）均值为0. 143，中位数为0. 124，标准差为0. 099，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为扩大100倍的统计值，说明样本期间内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平均比重约为0.14%。科技创新（TI）均值为10. 122，中位数为10. 248，标准差为1. 654，说明样本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差异明显。FDI（Fdi）均值为0. 042，中位数为0. 038，标准差为0. 027，说明样本期间内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2%。此外，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MGOP），海洋资源禀赋（OR），工业化水平（NI）差异明显，而海洋产业结构（OT），金融发展水平（FD）样本间差异相对较小。
4.2  模型回归结果
为比较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本文进行了Hausman检验，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各个模型均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表3  主要回归结果
	变量
	假设H1
	假设H2
	假设H3
	假设H4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ER
	-0. 345***
(-2.81)
	-0. 544***
(-3.54)
	-0. 510
(-0.69)
	-0. 772***
(-3.32)
	-0. 563***
（-4.58）
	-0. 738
（-1.24）

	Fdi
	
	
	
	-2. 718***
（-2.62）
	-3. 083***
（-3.43）
	-3. 414**
（-2.02）

	ER×Fdi
	
	
	
	8. 665*
（1.80）
	5. 514*
（1.81）
	8. 676
（0.36）

	OT
	-0. 711
(-0.60)
	-1. 310
(-0.59)
	1. 207
(1.05)
	-0. 192
(-0.13)
	-0. 101
(-0.06)
	0. 972
(0.87)

	MGOP
	0. 062*
(1.91)
	-0. 059
(-1.36)
	0. 093
(1.61)
	0. 050
(1.35)
	-0. 011
(-0.30)
	0. 110**
(2.08)

	OR
	-0. 005
(-0.52)
	-0. 056***
(-3.29)
	-0. 004
(-0.09)
	-0. 019
(-0.94)
	-0. 058***
(-5.40)
	-0. 023
(-0.57)

	FD
	-0. 172*
(-1.75)
	-0. 313**
(-2.25)
	-0. 315*
(-1.73)
	-0. 218**
(-2.42)
	-0. 197**
(-2.12)
	-0. 321*
(-1.91)

	NI
	0. 033
(1.33)
	-0. 038**
(-2.07)
	0. 109
(1.45)
	0. 014
(0.52)
	-0. 038***
(-2.83)
	0. 118*
(1.78)

	Constant
	0. 588**
(2.44)
	2. 118***
(4.68)
	0. 104
(0.30)
	1. 005***
(2.93)
	1. 990***
(7.14)
	0. 281
（1.0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ea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6
	88
	88
	176
	88
	88

	Hausman
	7.69
	7.70
	8.04
	3.76
	8.38
	4.15

	Adjust R2
	0. 200
	0. 600
	0. 432
	0. 408
	0. 748
	0. 499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指标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表3报告了回归结果。由表3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环境规制强度（ER）的系数为-0. 345，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即环境规制抑制了海洋产业效率的提升，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H1。对模型（1）按照科技创新水平（TI）分组（以科技创新水平分年度分地区中位数为标准）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低科技创新组中，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 544，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在高科技创新组中，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 510，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相对于较低的科技创新水平，当科技创新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更弱；即科技创新能够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抑制作用。该结论为研究假设H2提供了证据。相应地，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考虑FDI的调节作用时，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 772，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ER×Fdi）的系数为8. 665，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FDI同样能够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抑制作用，该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H3。同理，按照科技创新水平（TI）进行分组（以科技创新水平分年度分地区中位数为标准）检验后发现，在低科技创新组里，模型（2）中环境规制（ER）系数为-0. 563，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ER×Fdi）的系数为5. 514，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为研究假设H4a提供了证据；在高科技创新组中，环境规制（ER）系数为-0. 738，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ER×Fdi）的系数为8. 676，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该结果验证了假设H4b。这表明相对于较高的科技创新水平，较低的科技创新水平会放大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负向关系的约束作用，即FDI对低科技创新水平具有补充作用。
4.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遗漏关键控制变量。能源消费结构与效率是产业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34]。考虑到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可能对海洋产业效率产生影响，本文将能源消费结构（ES，计算方法为：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量）纳入控制变量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2）变换回归方法。鉴于样本中海洋产业效率为(0,1]的连续变量，考虑到模型的适应性，本文选择面板Tobit回归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分析。（3）改变样本区间。政府的宏观调控会对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国务院于2015年批准实施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可能会对海洋产业效率产生政策性影响，本文剔除2015—2016年度的数据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由表4、表5和表6可知，回归结果未产生实质性变化，这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遗漏关键控制变量
	变量
	假设H1
	假设H2
	假设H3
	假设H4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ER
	-0. 355***
(-2.80)
	-0. 644***
(-3.78)
	-0. 562
(-0.81)
	-0. 696***
(-3.57)
	-0. 592***
(-4.98)
	-0. 162
(-1.44)

	Fdi
	
	
	
	-3. 222***
(-3.07)
	-2. 959***
(-2.97)
	-0. 567
(-0.41)

	ER×Fdi
	
	
	
	8. 551*
(1.91)
	5. 510*
(1.79)
	-6. 757
(-0.92)

	OT
	-0. 762
(-0.65)
	-0. 188
(-0.09)
	1. 382
(1.14)
	-0. 791
(-0.58)
	0. 117
(0.07)
	0. 116
(0.11)

	MGOP
	0. 059*
(1.85)
	-0. 034
(-0.77)
	0. 110*
(1.93)
	0. 048
(1.43)
	-0. 007
(-0.20)
	0. 048
(0.71)

	OR
	-0. 006
(-0.61)
	-0. 043**
(-2.26)
	-0. 012
(-0.25)
	-0. 029
(-1.28)
	-0. 054***
(-4.51)
	-0. 001
(-0.08)

	FD
	-0. 181*
(-1.85)
	-0. 283**
(-2.12)
	-0. 322*
(-1.84)
	-0. 228**
(-2.55)
	-0. 194**
(-2.06)
	-0. 070
(-0.46)

	NI
	0. 034
(1.04)
	-0. 080***
(-2.78)
	0. 124**
(2.04)
	0. 044
(1.00)
	-0. 048*
(-1.88)
	0. 095
(0.92)

	ES
	0. 104
(0.51)
	-0. 596**
(-2.28)
	-1. 352
(-0.74)
	0. 573
(1.44)
	-0. 140
(-0.66)
	-1. 234
(-1.03)

	Constant
	0. 603**
(2.03)
	2. 317***
(5.43)
	0. 054
(0.17)
	0. 895**
(2.49)
	2. 031***
(6.67)
	-0. 411
(-0.37)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ea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6
	88
	88
	176
	88
	88

	Hausman
	7.69
	6.11
	5.39
	2.79
	6.00
	7 1.52***

	Adjust R2
	0. 220
	0. 633
	0. 439
	0. 432
	0. 749
	0. 225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指标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或t值。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变换回归方法
	变量
	假设H1
	假设H2
	假设H3
	假设H4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ER
	-0. 188**
(-2.14)
	-0. 151*
(-1.91)
	-0. 116
(-0.89)
	-0. 273***
(-3.31)
	-0. 574***
(-4.44)
	-0. 148
(-0.95)

	Fdi
	
	
	
	-2. 624***
(-6.79)
	-3. 155***
(-7.14)
	-1. 100
(-1.57)

	ER×Fdi
	
	
	
	4. 685***
(2.65)
	5. 779**
(2.09)
	-6. 308
(-1.02)

	OT
	-0. 188
(-0.31)
	0. 001
(0.00)
	0. 026
(0.03)
	0. 091
(0.17)
	-0. 074
(-0.09)
	0. 298
(0.36)

	MGOP
	0. 120***
(7.53)
	0. 159***
(6.62)
	0. 053**
(2.19)
	0. 119***
(8.47)
	-0. 009
(-0.31)
	0. 076***
(2.59)

	OR
	-0. 011
(-0.73)
	0. 116***
(3.08)
	0. 003
(0.26)
	-0. 028**
(-2.09)
	-0. 058***
(-6.20)
	0. 001
(0.07)

	FD
	-0. 053
(-1.11)
	0. 071
(1.31)
	-0. 084
(-1.18)
	-0. 062
(-1.48)
	-0. 198***
(-4.23)
	-0. 090
(-1.23)

	NI
	0. 185***
(5.61)
	0. 159***
(5.11)
	0. 108***
(2.59)
	0. 228***
(7.87)
	-0. 038***
(-4.46)
	0. 112**
(2.56)

	Constant
	-0. 848**
(-2.26)
	-2. 366***
(-3.65)
	-0. 556
(-1.24)
	-0. 981***
(-2.91)
	2. 000***
(12.41)
	-0. 546
(-1.2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ea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6
	88
	88
	176
	88
	88

	Wald
	180.71***
	247.88***
	363.37***
	290.22***
	252.82***
	380.51***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指标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改变样本区间
	变量
	假设H1
	假设H2
	假设H3
	假设H4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低科技创新
	高科技创新

	ER
	-0. 265**
(-2.43)
	-0. 544***
(-3.58)
	-0. 307
(-0.36)
	-0. 811***
(-4.68)
	-0. 563***
(-4.64)
	-0. 896
(-1.17)

	Fdi
	
	
	
	-2. 877***
(-2.81)
	-3. 083***
(-3.47)
	-3. 572*
(-1.73)

	ER×Fdi
	
	
	
	9. 856**
(2.43)
	5. 514*
(1.83)
	8. 184
(0.34)

	OT
	-0. 245
(-0.27)
	-1. 310
(-0.59)
	1. 466
(1.30)
	-0. 124
(-0.08)
	-0. 101
(-0.06)
	0. 805
(0.63)

	MGOP
	0. 089**
(2.29)
	-0. 059
(-1.38)
	0. 147
(1.62)
	0. 030
(0.82)
	-0. 011
(-0.30)
	0. 126*
(1.64)

	OR
	-0. 004
(-0.34)
	-0. 056***
(-3.33)
	0. 011
(0.19)
	-0. 023
(-1.14)
	-0. 058***
(-5.46)
	-0. 014
(-0.29)

	FD
	-0. 042
(-0.33)
	-0. 313**
(-2.27)
	-0. 369
(-1.48)
	-0. 181**
(-2.01)
	-0. 197**
(-2.15)
	-0. 353
(-1.50)

	NI
	0. 104***
(3.25)
	-0. 038**
(-2.10)
	0. 123
(1.31)
	0. 009
(0.32)
	-0. 038***
(-2.86)
	0. 111
(1.38)

	Constant
	-0. 221
(-0.76)
	2. 118***
(4.73)
	-0. 332
(-0.57)
	1. 075***
(3.06)
	1. 990***
(7.22)
	0. 249
(0.58)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ea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4
	86
	68
	154
	86
	68

	Hausman
	6.60
	8.72
	7.19
	3.31
	9.56
	7.76

	Adjust R2
	0. 005
	0. 599
	0. 390
	0. 397
	0. 748
	0. 455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指标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4.4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海洋产业效率与环境规制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选取环境规制的地区均值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ERt-1（上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上期地区生产总值×100）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由表7可知，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环境规制强度（ER）的回归系数为-0.504,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主要研究结论仍保持稳健。
表7  2SLS回归结果
	变量
	假设H1

	
	

	ER
	-0. 504***
（-2.79）

	OT
	-0. 166
（-0.22）

	MGOP
	0. 048***
（3.11）

	OR
	0. 013
（0.81）

	FD
	-0. 013
（-0.30）

	NI
	-0. 018
（-0.88）

	Constant
	0. 613*
（1.95）

	N
	165

	F
	9.51***

	Adjust R2
	0. 024

	Sargan
	0. 073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指标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弱相关性检验的F值为21.15，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Sargan检验值为0.07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检验的情况。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沿海省市2001—2016年度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并考察了FDI科技创新和FDI科技创新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二者联合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的确会对我国现阶段海洋产业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波动也印证了这一点。2015年之后，如自2015年1月“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明确了海洋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之后，山东、广东等海洋经济大省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下降明显。另据《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而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海洋生产总值甚至出现了负增长[35]；第二，环境规制加强不应成为海洋产业效率提升的“拦路虎”。通过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可以有效缓解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间的负向关系，科技创新水平越高，对环境规制消极影响的约束作用越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波特假说”，为“波特假说”该理论在中国海洋产业中的验证提供了证据支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务院从2017年至今已发布了三批支持创新改革措施，在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全方位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但是，科技创新战略在促进海洋领域专利申请量增长的同时，也对科技成果如何与海洋产业需求融合并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正是阻碍科技创新发挥其作用促进国内海洋产业发展的痛点。说明科技创新除了要关注科技研发能力，更要重视成果的转化和市场推广应用；第三，FDI的流入有助于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说明在环境规制与重视“高质量利用”的外资引进政策指导下，FDI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污染光环”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只要东道国对FDI加以正确引导与管理，完全可以避免成为“污染天堂”，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尤其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FDI调节效应发挥更为显著，能有效抵消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负向关系的影响。从整个海洋产业来看，“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促使我国涉海企业积极与海洋领域先进国家的企业构建互利共赢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发挥FDI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技术创新协作中的重要作用，直接或间接带动海洋产业的跳跃式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影响海洋产业发展因素的认知还处于逐步探索的阶段，尽管环境规制会对海洋产业效率提升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本研究证明其它因素的有效介入和调节，可以缓解甚至改变这一关系，从而实现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能力，实现生态环境与海洋产业发展的双重红利。环境规制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应在注重环境规制政策设计合理性的同时，引导涉海企业树立环保意识，并通过财政、金融和技术等激励和支持措施推动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水平。使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态度由消极应对向主动配合转变，实施海洋污染的“源头治理”，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海洋产业的和谐“共赢式”发展。
（2）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间的协调机制。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关键支撑，而转化能力是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手段，二者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首先，充分认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建立健全创新专利的评价体系、激励机制，持续提升海洋产业产学研机构的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注重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把海洋科技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发挥涉海高校在研发中的作用。最后，加大对企业海洋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并从用户端入手，认真分析环境规制加强下，海洋科研成果的实际需求与海洋科技工作间的差距，抓住制约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3）不断吸引高质量外资引进，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随着中国人力成本增加和环境规制加强，相较之前，对外资的吸引力已经大打折扣。在新形势下，各沿海省市应及时调整经济发展路径思路，在继续发挥区位优势坚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充分依托国内涉海产品的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为导向挖掘海洋产业新的国际合作潜力，吸引更多全球海洋高科技资源积聚，带动当地海洋经济向产业链更高层次发展；另外，通过完善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保障外商经营的合法权益，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商业机制，稳定和增强外资科技型企业信心，实现更高水平上的外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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